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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治理」的「全控化」： 
東北 T區案例 *

陶逸駿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中國 1990年代國企改制，使東北老工業基地陷於社會和經濟危
機。各級體制和行政舉措下，東北 T 區在幾年間使社會經濟困境趨
緩，儼然成為「正面樣板」。T區如何管控轉型危機？「社會治理」
機制何以運行？有何特徵？中央「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並未真正見

效，但 T 區若干管控機制特徵，為何在十數年間為全國其他許多地
區所沿用？對體制有何意涵？基於「管控範圍規模」及「行動社群主

動性」維度，構成 T 區四種「社會治理」情境，從而形塑四種體制
管控機制：「全控計畫指令動員」、「基於體制內關係的責任分包承

攬」、「強制力鎮壓」及「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四種管

控機制交相運用，T區可說走在全中國之先。體制集權趨勢下，治理
範圍規模擴張，基層社群行動游移於主動與被動，「全控計畫指令動

員」和「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成為政權銳意精進的手段。

而社群主動性耗散之下，體制回歸「全控」傾向更加明顯。

關鍵詞：東北、老工業基地、全控、社會治理、監控

* 本文案例資料部分引自作者博士論文：《中國市場結構轉型中的社會治理
機制—四種類型案例》。初稿曾宣讀於「田野中的國家」研討會（2017
年 11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感激山東大學王軍洋老師、復旦大學
汪仕凱老師的評論建議。匿名審稿老師的意見也促成許多重要的修改與

補充，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文責完全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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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與問題

由於礦產資源、地緣政治及歷史機遇等因素，中國東北地區在

20世紀初期已是重工業要地。1 1949年中共建政後，舉國推進重工業
發展，東北優勢地位更加明顯。而 T 區則是東北規模較大、具典型
意義的老工業基地之一。改革開放之初，東北社會經濟尚能保持基本

穩定，然而 1990年代國企改制浪潮，使得老工業基地人力、資本、
土地大規模釋出、轉移、重組，出現許多衝突與紛爭。面對社會秩序

和經濟發展的危機，在中央「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方針及省、市的

體制和行政舉措之下，T區實施了區域重劃和大規模動員搬遷，以及
許多制度機制的試點，幾年間使困境趨緩、社會秩序回穩、社區治理

結構得以強化，被某國際組織評選為「宜居城區」。而在東北及老工

業基地轉型的晦暗前景當中，T區經濟也有相對正面的表現，獲中國
國務院評選為「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暨裝備製造業發展示範區」。

如今看來，中共中央「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並未真正見效，

而東北轉型中的 T 區「社會治理」場景，似乎仍具「正面樣板」意
義。中國所謂「社會治理」固然側重「社會管控」的強制性質（郭

蘇建，2021：2），但即使國企單位體制籠罩的東北，「強制力鎮
壓」、「金錢收買」或單向「監控」，也不足以完整呈現管控機制。

除了計畫指令色彩濃厚的「總體動員搬遷」和「體制內群眾工作」，

以及「社區分片包戶」、「網格化管理」與傳統監控手段的結合，更

有「輿情數據監控」與「民意互動」的技術平臺。多種機制交相運

用，即使未必獨樹一幟，仍可說引領全中國之先。這些管控機制使 T

1.	本文案例資料結合研究文獻、作者在 T 區的田野紀要及後續資料蒐集。
在 2014年至 2017年之間，作者每年皆在 T區鄰近的 H區短居，至 T區
多次探訪。2015年 4月至 5月，對 T區政府幹部、大型國有企業 SJ集團
領導及多年維權人士，進行較為密集的訪談。2023 年 2 月線上進行追蹤
訪談，並更新互聯網民意管控歷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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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治理績效」深受黨政高層肯定，其中許多做法更在其後十數年間

陸續為中國其他許多城市、區域所沿用，構成當前中國所謂「社會治

理」的重要圖像。

本文旨在理解：在國企轉型的劇烈變動當中，東北 T 區何以緩
解結構性危機，成為中國「社會治理」正面樣板？這個樣板的管控方

式，固然深嵌於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社會場域，但並非原本工業單位體

制邏輯足以完整描繪。基層政權依循體制的何種性質，權變搭配、層

層疊加不同機制，以應對和管控複雜棘手的治理情境？「社會治理」

機制何以建構？有何特徵？中央「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績效不彰，

但 T 區許多頗具「東北特色」的管控機制，為何在十數年間為中國
其他許多區域的不同治理場景所沿用？對體制有何意涵？本文基於

「理想典型」（ideal types）的意義區辨這些類型，以「全控」場域
為核心範疇，定位四種管控機制，指出這些機制與其他類型的關係，

包括轉化與沿用，藉此理解東北 T 區案例，以及近年中國更多地區
趨於「全控化」的現象。中國「國進民退」、「國企回潮」引起關注

的此刻，T區經驗所展現的社會及經濟動態，反映了更為一般性的困
境和前景。

貳、東北老工業基地的理論與現實

一、「全控」場域：典型背景及理論依據

抗戰及內戰後的中國百廢待舉，中共 1949年建政之初，「如何
領導」和「領往什麼方向」皆是難題。在毛澤東主導下，基於意識

形態和國內外形勢，向蘇聯「一邊倒」強化政治和資源往來，體制也

「以蘇聯為師」。這在當時是個合理選擇，首先，蘇聯是世界最強大

的馬列主義國家；其次，蘇聯作為二戰中的戰勝國，為「一個社會主

義國家在國際局勢中，如何維繫自身安全」指明道路；再者，來自蘇

聯的直接援助，事實上也使得中共依附於它（石約翰〔Schr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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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11）。總之，在「如何領導」的問題，指望集中、一致、單
向主動的中央權威，而毛澤東領導中共盤據這個權威；在「往什麼方

向」的問題，「蘇聯經驗」則指出了總體路線。

「蘇聯經驗」源自計畫經濟理論基礎。恩格斯（F r i e d r i c h 
Engels）（〔Engels〕，1880/1972）相信「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
占有的不相容性，必然越加鮮明表現出來，並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

產階級之間的對立」。要消除這種對立，則需「消滅私有制」（馬

克思〔Marx〕，1848/1997），瓦解商品生產和價值的所有制關係。
馬克思（Karl Marx）（〔Marx〕，1891/2015）在〈哥達綱領批判〉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中指出：「在一個集體的、以生
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產者不交換自己的產品；用在產品生

產上的勞動，在這裡也不表現為這些產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產品

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

勞動不再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

著。」資源配置不再透過價值指引，由「資源賴以形成的勞動本身」

衡量。曾在中聯部從事蘇聯研究的資深學者陸南泉（2007：3）解讀：
這是一種「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畫的、沒有商品生產的

與自治的社會」，並且「社會可以十分簡單地直接計畫生產與計畫分

配」，這種理念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可以立即地、全面實現

『一個國家等於一個工廠』的設想，整個社會的生產與分配可以按照

預先經過深思熟慮的計畫來進行。」政權依據「勞動價值」進行周嚴

的計畫和指令，從而取代資本主義市場生產和分配機制。

這種解讀不同於馬克思（〔Marx〕，1891/2015）自己接續對
於「共產主義社會」的描述：「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

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

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

跡。」無論是 1917 年的俄國或 1949 年的中國，都談不上成熟的資
本主義。只是，立即全面的「控制、動員、改造」是列寧、史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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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實踐需求。列寧在 1917 年十月革命後到 1921 年初，以「最
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建立大規模計畫經濟體制：「國家集中掌控經濟

活動決策權和管理權，以『強制行政方法』進行管理；經濟關係實物

化；推行物資統收統支；分配採平均主義；勞動力強制分配和普遍勞

動義務制；對外經濟由國家控制」（陸南泉，2007：11-12）。1921
年「新經濟政策」雖然重建商品貨幣關係，但旋即被史達林宣稱為

「過渡」，回歸中央計畫經濟，並在 1928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畫開
啟工業化運動（陸南泉，2007：27）。1940 年代前，工業化與史達
林經濟模式基本穩固，聚焦工業管理行政體制，「形成了指令型計

畫制度；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管理與指揮，都透過行政方法實

現；企業實際上是上級行政機關的附屬品或派出單位；形成部門管理

原則，有利中央集中領導；企業自身基本沒有決定權，無法進行經濟

核算；企業國有化迅速發展」（陸南泉，2007：33-34）。史達林經
濟模式的「直接過渡」，契合中共建政初期的敘事和國際戰略：「無

產階級政權」已建立，「舊社會、封建資產階級」必須徹底打倒，經

濟上要對西方帝國主義集團「趕超」。

儘管中國「不完全照搬或承襲蘇聯模式」，然而「建政初期經濟

發展戰略目標的選擇邏輯和過程，與蘇聯歷史上類似時期極為相像」

（林毅夫等，2000：31）。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1953-1957）訂立
重工業優先發展目標，「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設計的 156個
項目為中心、由 694 個重要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中國社
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林毅夫等，2000：34）。搭配五年計
畫，一系列計畫配置資源的管理機構在 1950年代中期陸續建立，形
成「國有經濟絕對主導的工業所有制結構」（林毅夫等，2000：51-
53）。

體制計畫支配各層面政治經濟資源，老工業基地為重要載體。

而基層社群高度依附工業單位組織，在體制資源庇護和約束下，受到

嚴密管控，「什麼都要批准，很大的國企連蓋個廁所都要申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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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周其仁，2017：179）。以蘇聯為
師、全面計畫發展工業的國有經濟體制，即使中蘇決裂之後，依然延

續極權政體性質：「極權意識形態下的一元化領導，壟斷一切組織，

並且激勵、要求、酬賞和指引群眾的動員」（Linz, 2000: 65-70）儘
管極權體制未必樂見群眾消極被動，但實際上幾無自主能動的社群，

基層社群依賴著國家壟斷控制的資源，形成一種「總體性結構」（孫

立平，2004：1）。「單位」作為這種結構的重要制度安排，在東北
地區格外深厚，成為社會管控的基礎，甚至被稱為「典型單位制」

（田毅鵬、漆思，2005：42）。這種「體制全面管控的單位制」，
依循「工業主義」和「社會革命」原則，不斷推進政治與社會的改造

方案（田毅鵬，2016：72）。體制與基層社群的秩序關係，因而呈
現為「黨政高層權威基於政治戰略，自上逐級而下，以大規模、總

體性計畫和主動單向指令機制，滲透、控制、動員、改造各單位及社

群」。這是本文所謂「全控」場域的「原型」。

二、「全控」退化：從「統合主義」到「關係社會」

「全控」場域常見於戰時總體動員：群眾大規模緊密依附體制資

源，社群關係抽象化、原子化，行動缺乏主動性，自主互動空間被極

度壓縮。這種秩序關係儘管靜態而僵化，對環境變遷並非毫無調適能

力，只是有賴黨政權威有效蒐集和處理訊息、擬定計畫、主動下達並

貫徹行政指令、採取控制、動員及改造機制，才可能落實。在特定時

代背景或區域經濟社會條件下，譬如舉國資源長期挹注的計畫經濟單

位組織，這些管控機制往往足以維持穩定。而在資源挹注不足的中國

其他大部分地區，無法掩蓋社會及經濟生產誘因低落的事實，往往陷

入反覆動員的虛耗。改革開放普遍釋放了生產力，開始走向「退化的

極權政體」（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 regime）（林佳龍、徐斯儉，
2004：17），也為老工業基地的國有企業和社會型態增添轉型壓力。

儘管如此，東北的社會管控仍帶有「全控」特性。197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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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至 1980 年代之初，面對下鄉知青大規模回城的龐大就業壓力，T
區所在省份便由「全民所有制單位創建『大集體』」，以「誰家孩子

誰抱走」的思路，分別在各單位進行安置，有效抑制了社會動盪（謝

雯，2019：30）。直到 1990年代，國企轉制浪潮正式來臨，但也並
非「一步到位」的市場化改革，而是以「雙軌制」等漸進方式推行（渠

敬東等，2015：136）。不過，結構轉型畢竟已經展開。職工陸續下
崗，失去體制單位資源庇護。多樣而更顯主動的新興社群行動，呈現

於相異場域，間或流露出「社會治理」徵象。「全控」邏輯看似不再

適於涵蓋東北的管控機制，遑論中國其他多數地區。

體制以總體政治戰略和行政指令「滲透、動員及改造」基層社群

的規模與能力，固然有所退化，但並不意味出現了「公民社會」（張

靜，2005：165）。對於黨國和工業體制主導下更為複雜、動態的社
群關係，「統合主義」（法團主義；corporatism）提供了重要洞見
（Chan, 1993: 31-61；Baum & Shevchenko, 1999: 333-362；孫立平，
2004：235）。鄉鎮基層政權角色強化，也可能展現為「地方國家統
合主義」（local state coporatism）（Oi, 1992: 118）。只是，「統合
主義」仍預設了「國家─社會」或「體制內─外」之分野，這種分野

在中國基層社群往往是模糊的。經濟和社會團體普遍缺乏內部凝聚

力，而黨國主導地位無可動搖（Kelliher, 1992: 233；張靜，2005：
166；Zheng, 2010: 130-131）。因而正如孫立平（2004：236）指出
的：「統合主義」實質是「委託─代理」關係的「內部控制」，往往

引發「企業的福利化」及「腐敗現象」。兩者共同在漸進轉型過程中

作用，大量擁有經營權限的體制內領導幹部得以挪用國有資產，圖利

自身或親信。這種關係無疑蘊藏矛盾危機，激發基層社群行動的規模

和主動性，或許不適於概括「社會治理」秩序。

「統合主義」在體制主導、行動交相衝突、湧現不穩定因子的背

景下，「抓大放小」、「關停併轉」的國企市場化改革，並未使東北

從工業單位的「全控社會」轉往市場契約為基礎的「市場社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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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就業結構朝向體制內外兩極分化，凸顯了「熟人關係網絡」的重

要性（謝雯，2019：38-39）。有別於「單位」、「市場」或「國家
統合社會」的邏輯，「關係」作為東北社會管控主軸，成了「投資不

過山海關」傳言的有力詮釋。只不過，「關係視角」有時淡化了一些

重要事實，首先，工業單位體制內所謂「關係」，一般在體制科層行

政指令作用下產生。「託人、找關係」的考量，往往直接受到「體制

內」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勞動身分」塑造，也仍在體制「滲透、

動員及改造」的能力範圍內。如魏昂德（Walder, 1988: 25）所謂「權
威的制度文化」：「為了對工廠進行控制，工廠黨政領導大力發展同

少數效忠於他們的工人基本群眾之間的固定關係，以此來誘導工人

去積極緊跟領導。這種關係是非個人化的。是『有原則的特定主義』

（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儘管魏昂德補充「既有個人的又有非
個人的層面」，但也承認「個人因素不是這些關係的重要部分」，而

且政治意識形態紐帶「既不同於傳統的特定主義，也區別於現代的平

等對待原則」。

改革開放使政治意識形態動員程度降低，「體制內編制」仍深

刻影響社群關係，塑造社群對於「他者」的認知、行動方式。沾親帶

故的「自己人」講求政治團夥及科層身分。具備知識、能力與能動性

的個人，傾向進入體制內。社群文化、人際關係、個人身分、性格面

貌在體制科層、單位、組織、集體當中被界定。可能依政治面貌呈現

為「黨員」、「預備黨員」、「積極分子」、「群眾」等；依體制

職位呈現為「黨政領導幹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專門「工

作隊伍」等；或依工廠科層呈現為「廠長」、「車間主任」、「工段

長」、「班組長」等。體制身分層疊的社會格局下，黨政高層大規

模、大範圍動員、「一刀切」的管控屢見不鮮，卻非「關係視角」所

能涵蓋。這些管控機制基於上級計畫指令，調動大量體制內人員、

協調整合各部門資源，面向基層社群，展現主動而總體性的「責任

分包、承攬」。東北工業單位退化，「全控」邏輯猶存，只是應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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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各有特性。此外，無論「統合主義」或「關係視角」，都隱含「負

面、非意圖後果」的評估。這或許能解釋東北經濟社會的「衰敗」，

但難以說明社會管控的「績效」，特別是類似機制在中國其他地區、

城市的沿用。

三、社群主動性與管控機制的「全控化」

前述理論視角回應的不同階段顯示：自改革開放以來，東北社會

的「全控」場域，對體制資源「依附性」（dependency）減退、社群
行動關係「特定性」（particularity）增加，這是基層社會格局的兩
個關鍵面向（陶逸駿，2023：21）。「增減」並非穩定一致的「此
消彼長」，而是一個調適過程。管控機制與社會格局的調適關係，構

成管控場域的不同類型，這些類型有助於理解當前中國「社會治理」

的實踐：基層社群對於體制資源的高度「依附性」，為體制提供主動

滲透的條件；基層社群對於體制資源的低度「依附性」，促使體制以

各種手段提升主動性。社群行動關係的低度「特定性」，為體制提供

大範圍、大規模指令動員的條件；社群行動關係的高度「特定性」，

則促使體制應對「熟人關係網絡」的社會事實。地方政權依據這些條

件及自身能力，在維持基層社群對體制資源「依附性」原則下，如果

得以普遍施行「大規模而主動」的指令滲透、動員和改造機制，就構

成了「全控」場域特質。

需要說明的是，有別於「計畫經濟」、「極權政體」或「專制

統治」等，本文不是在「政體類型」意義上引用「全控」概念，而是

描述「體制與社群」之間的一種「關係型態」，而這種關係型態以若

干「社會管控機制」維繫。管控機制得以穩定協調基層關係、維繫秩

序，呈現為「治理場域」。因此，同一經濟或政治體制類型，可存在

「全控」以外不同的「關係型態」、「治理機制」和「治理場域」。

同一區域案例中，治理機制和場域往往因情境變遷而轉化，也可能在

不同區域案例間受到學習沿用，而不必涉及政體轉型。比較接近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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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或許是鄒讜（2012：258-259）所謂的「全能主義」（totalism）：
「專指國家─社會關係的一個型態，而與政治體制無關⋯⋯和『獨裁

制度』之間不一定有內在必然的關係，儘管在現實政治中可能有很高

的伴隨關係（correlation）」。鄒讜進一步指出：「當國家開始在一
定程度侵入和占領某些社會領域行使某些功能的時候，常常是因為社

會本身，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好處』（public good），不能解決經
濟學上所說的『外部性』（externality）所引起的各種問題，不能最
有效、最迅速地建設基礎結構（infrastructure）」。因此，「全能主
義」應為「國家─社會關係型態」的一種概稱，而非政體類型。

然而一方面，「全能主義」指稱的「國家─社會關係型態」側

重宏觀層次，在當代中國的適用性也不無疑問。因此，本文沿用文

獻中「體制─社群行動關係」論述，從而以多種關係型態，涵蓋各

種「治理機制」的轉化和沿用（陶逸駿，2023：6-7）。另一方面，
傅柯（Michel Foucault）（〔Foucault〕，1975/2020）極微觀、廣
泛的權力視角所揭露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卻可能使
得「理性、自主、能動性」受到忽略（Lukes, 2021: 97）。本文並
不強調日常一切無孔不入的支配，而重視政權透過「有形政策及其

相關人物」（concrete policies and the actual people they involve）
（Lukes, 2021: 94），對於特定「社群行動」的管控和防範。「監
控」（surveillance）的確是各種管控與防範機制的常見共通手段，
但因社群行動的規模與主動性，而產生不同型態。高夫曼（Erring 
Goffman）（〔Goffman〕，1961/2012）提出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有助傳達本文意旨：「全控機構所瓦解或污損的行動，
恰恰是這樣的行動：在公民社會中，這些行動告訴行動者及其他在場

的人，他能控制自己的世界—他是一個擁有自我決斷能力、自主

權，以及行動自由的『成年人』。」

「全控」意在抹滅「社群行動在體制外形成組織，乃至社會」

的可能性。不同機制各有監控型態，互聯網時代下快速提升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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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技術，使體制有了新工具觀察、控制和預測群眾的行為，甚至

因而對民意採取一定程度的寬容（李肇華、林和，2022/2024；高
敬文〔Cabestan〕，2024/2021：122）。親鄰群眾中長期存在「線
人」，至今仍有關鍵作用，不但與新型「網格化管理」結合，更在

COVID-19防疫期間充分施展（Pei, 2024: 66），這些機制都以「全
控化」（totalization）趨向「全控」目標。本文凸顯的，正是當前東
北不同治理機制呈現的「全控化」過程，以及相關機制沿用於其他地

區、情境所展露的「全控化」走向，並非認為「全控場域」已成為中

國整體、固著的社會事實。果真如此，才真正等同於「極權政體」。

四、管控機制的實踐與沿用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全控」基礎厚實，各級黨政領導慣常主動

進行大規模指令動員。然而，在國企轉型「抓大放小」政策下，「全

控」難以涵蓋東北社會管控機制型態。主因是在行政能力及市場化的

壓力下，前述「特定性」及「依附性」兩方面張力。首先，「全控」

抑制經濟社會，帶來可觀成本。當體制管控範圍分化，社群行動「特

定性」關係更加緊密，基層仍依附體制資源的情況下，各級政權往

往依據特定關係，將工作「分包承攬」，而非全面直接指令控制。

實際上，體制未必拒斥，甚至有意鞏固這種「責任分包承攬」。但隨

著城鎮化開展，「責任分包承攬」關係難免疏離；其次，如果市場

化及「責任分包承攬」皆成常態，削弱基層社會對體制資源的「依附

性」，對於體制管控能力更成挑戰。

「責任分包承攬」機制因社群的「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產生

差異。「非人格化社會」來自「經濟規模擴張」和「市場化發展」，

並需要大量相應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North, 2005: 71）。在多
次重複博弈中，特定群體認同更加具體。「人格化交換有賴於互惠、

重複交易及傾向於從蓬勃的互惠關係中演化而來的非正式規範等。

非人格化交換則需要經濟和政治制度以轉變交換中的支付、反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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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行為⋯⋯社群責任制（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System）透過鼓
勵遠距貿易和社群規模增長，給經濟體系帶來壓力」（North, 2005: 
118）。「分包承攬」的責任關係，在中國社會具有深厚基礎（黃宗
智，2022：8），也是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關鍵機制（陶逸駿，
2023：33-34）。而「社群規模」塑造分包管控型態，基於熟人關係
的責任分包控制，演化為「庇護、扈從」關係。基層政權對這種機

制的傾向，表現在深具歷史淵源的「關係控制」（鄧燕華，2016：
37），但在政策及商品面對「規模經濟」和「城鎮化」的常態下，
基層社群關係不免淡化。分包責任的實踐，往往需要透過「社區網格

化」等大規模一般性機制。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基層社會對體制資源「依附性」消

退，社群行動「主動性」增加。體制有時更形被動，行政指令也更受

限制。體制透過既有工作基礎主導「統合」，同時創新監控技術，確

保資源控制及動員的主動地位，從而構建管控機制。東北老工業基地

在「全控」場域基礎上，面對國企改革及城鎮化的張力，產生了不同

的社會格局與管控方案。而在這些「社會治理」機制運作之際，仍然

常備傳統監控及鎮壓工具，特別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暴力預期之

下，維繫「鄧小平路線」的改革開放，「以恐懼（人民的自我審查、

自我恐嚇）進行統治的治理創新」，成為一種「攻勢維穩主義」（陳

宜中，2024：29）。本文當中「全控」場域的變遷背景、問題與文
獻脈絡，可參見圖 1。

如前所述，「管控範圍規模」反映「特定性」的張力，而「社

群行動傾向」反映「社群對體制依附性」的張力。應對機制則可見於

下方表 1所示。第一，如果黨政決策層級較高，管控規模龐大，而範
圍內社群行動較為被動，體制傾向沿用「戰時指令、全面控制、總體

動員改造」相關機制，確立「全控」場域；第二，如果黨政決策層

級較低，管控規模細小，而範圍內社群行動較為被動，體制傾向依

循體制內身分，權衡結合「關係控制」的基礎，展開「基於特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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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責任分包承攬」機制；第三，如果黨政決策層級較低，管控規模

細小，而範圍內社群行動較為主動，體制傾向採取「分化打擊、強制

力鎮壓」手段，迅速直接瓦解行動；第四，如果黨政決策層級較高、

管控規模龐大，而範圍內社群行動較為主動，那麼就必須提供更為即

時、高效的常態機制，蒐集和回應個人或社群行動訴求。而「網絡輿

表 1　「社會管控」下的社群類型
社會管控範圍規模

小 大

社群行動傾向

被動

小規模被動社群

機制：基於體制內關係的「責

任分包、承攬」，對社群分化

管控

大規模被動社群

機制：戰時指令，全面管控，

總體動員改造，數據資源整

合，形成「全控」場域。責任

仍需分包、承攬

主動

小規模主動社群

機制：分化打擊，強制力鎮壓

大規模主動社群

機制：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

術平臺，管控社群行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社群特定性」提升 

「責任分包承攬」採「關係控制」 

但面臨「市場與城鎮規模」擴張 

「體制依附性」退化 

採取「地方國家統合主義」 

但面臨「社群行動主動性」提升 

「鄧小平路線」 

採取「攻勢維穩主義」 

難以完整涵蓋「社會治理」 

中央計畫經濟

構建「全控」場域

但破壞社會經濟誘因

指令責任需要「分包承攬」

圖 1　「全控」場域的變遷背景、問題與文獻脈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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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訊息數據」的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常迫切需要採用，成為機制發

展的方向（李肇華、林和，2022/2024）。體制一方面「化被動為主
動」，導引相對成規模但仍未凝聚的社群關係，另一方面也藉此蒐集

社群行動成員的個人數據，強化管控能力。當社群主動性再度降低，

資訊技術平臺固然得以承接社群行動與輿情相關資訊，但資訊孤島

（information island）的現象，使各部門資訊整合面臨挑戰，也為控
制及動員的深化帶來阻礙，「社區網格化」因而有助於大規模城鎮的

訊息數據整合（Chen & Greitens, 2022: 497-523）。一旦大規模整合
成功，消解了自主能動社群，也就回歸「全控」場域。

中國「社會治理」有賴於基層政權以自主性，依社會格局進行

權衡，特別是「責任分包承攬」、「市場化」、「城鎮化」使各地權

力利益交織之後，這種自主性不時侵蝕黨政體制上級權威。上級決策

者則基於政治立場「推廣」特定治理機制，抬舉某些「樣板經驗」

（model experiments）（Helimann, 2018: 67）。從中央文件「識民
情、接地氣、多商量」等「群眾路線」、「協商民主」的話語，到

「精準扶貧」、「脫貧攻堅」、「鄉村振興」、「楓橋經驗」等方

針，可以看出中央有意維持「基層社群對於體制資源的高度依附」，

同時強調「幹部群眾緊密的熟人關係網絡」，進而推行「基於特定

人情關係進行責任分包承攬」的管控機制和場域（陶逸駿，2023：
32）。

1978 年改革開放後，市場化使得許多個人及單位獲得跨域流動
機會，逐漸與體制資源脫鉤，供需更加複雜多元，行動趨於主動積

極。其次，經濟規模快速擴大，使特定範圍的緊密人情關係難以維

繫。在一般城鎮治理機制中，群眾身分及彼此關係不免疏離。當中央

銳意強化體制主動性及基層社群對體制資源的依附，就重新指向「戰

時指令、全面控制、總體動員」的「全控」場域。無論中央或基層政

權，一方面雖欲保持資源及行動上的主動性，另一方面也面對「全

控」對社會和經濟生產誘因的抑制作用，需要各種指令責任機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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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體制及社群基於特定緊密的人情關係的「責任分包、承攬」，以

及「輿情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等東北因應轉型張力的管控機制，很

快地在中國其他地區與城市的類似場景中被沿用。只不過，這些機制

都蘊含「全控化」的動能。

參、東北 T區的「全控」場域

一、T區社會背景與變局
由於礦產資源、地緣政治及歷史機緣等因素，清末中國東北地

區在俄國和日本競逐下，基礎建設和工業快速發展。1945 年日本撤
離時，留下大量廠房設備，在中國「敵產接收」過程中成了必爭之

地。1949 年中共建政後，由於舉國對重工業的迫切需求，東北備受
重視。1949 年 10 月公布的 11 個直轄市當中，瀋陽、鞍山、撫順、
本溪，以及 1953 年公布的長春、哈爾濱，都是東北工業城市。儘
管 1954年都降回地級市，但體制仍倚重老工業基地。體制計畫、指
令、單位資源深切影響居民生活，許多地區甚至「先有企業，後有地

方政府」（田毅鵬、漆思，2005：72），足見體制組織功能之完備。
T區正是在「共和國長子」優勢中崛起。作為所在城市，乃至整

個東北都具代表性的老工業基地，T區集聚全市高達 75%工業產值。
2000年前後人口已達 75萬，遠超過中國一般縣級行政區規模。而 T
區所在的地級市，在經濟轉型前後，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當中的國有

經濟比例都偏高：國企改革前大都在 80%以上，直到 1998年都超過
50%，反映地方經濟社會對體制資源的依附程度，市場結構長期扭
曲，使工業消費品供給嚴重不足（林毅夫等，2000：81），經濟社
會受到抑制。1978 年啟動經濟改革，「放權讓利」使部分國有企業
脫離傳統計畫經濟體制，開始參與和適應市場競爭，各主要行業都出

現一些業績出色的企業（吳敬璉，2005：194）。1994年 7月施行《公
司法》，為公司改制初步設立制度框架；1994年 11月，中國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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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全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會議」，選擇 100 家國有企
業進行公司制改革試點；1999 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
確公司化改制要求，國有大型、中型企業的公司化改革，真正進入了

按照國際通行規範建立現代公司的階段」（吳敬璉，2005：197）。
自 1998年開始，大型、中型國有企業「逐漸實現政企職責分離，將
壟斷性企業改組為競爭性企業，並且經過資產重組，在國內外證券市

場上市」（吳敬璉，2005：198）。許多國企趨近市場邏輯，運用土
地、人力、資本更有效率，體制資源大量釋出參與競爭，引發廠房土

地轉移及職工下崗。然而，在各級體制欠缺制衡的結構背景下，過程

頻發私相授受，產生大量糾紛。

市場化和國企改革，對東北衝擊尤其劇烈。如拉迪（Nicholas 
Lardy）（〔Lardy〕，2000: 159）指出，「東北地區是中國的工業
心臟地帶，也集中了最多負債的國有企業。遼寧是中國歷史上最工

業化的省份，1992 年底時，遼寧有 392 家中型和大型工業企業，平
均資產負債比高達 190%，約為全國平均數的三倍」。T區所處城市
在 1993年國企改制之際，「大批工礦企業倒閉，職工失去工作，工
廠職工宿舍淪為棚戶區」（李國慶，2012：69），國企改制、城鎮
改造、城郊徵地等社會矛盾激增，進京訪、非正常訪居高不下（丁開

杰，2013：235）。老工業基地廢棄工廠、社區，常見徬徨職工遊蕩
的身影。T區作為代表性的老工業基地，自然深陷困境，也成為紀錄
片及紀實報導的豐富題材。

T區具有知識、能力及自主性的行動者，大都身處體制內，若有
意見訴求，直覺是「往體制內找關係」。一般群眾彼此視單位科層

身分互動、形成社群，通常缺乏自主資源、面貌模糊、規模廣大。基

於地方背景，這種社群的典型身分是「國企幹部與職工」。社會格局

反映在日常用語，譬如「單位」、「車間」、「廠區」、「食堂」、

「大院」、「倒班」等，與體制依單位身分提供的資源密切相關。社

會管控機制具「滲透」特徵：體制動員人力，走入相對缺乏自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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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規模廣大、面貌微渺的人民群眾，開展工作。內容涉及日常生活

方方面面，同時防範群眾主動串聯行動。因此，對訊息監控技術的運

用也成為必要。這種管控場域也呈現於某些用語，如「大」、「總

體」、「全面」、「全民」等具計畫經濟和極權色彩的概念，隱含對

抽象有機整體的全面管控和動員。改革開放之前的「大躍進」、「總

路線」、「大煉鋼鐵」、「一大二公」、「文化大革命」，到掙脫集

體的「大包幹」背景脈絡，長期錘鍊這種管控機制。即使未明確運用

這些詞彙，依附、滲透性質也在實踐中深化，例如：「協商」在中國

帶有人情「商量」意味，然而在 T 區社會格局下，此機制卻極為僵
化。2015 年，向 T 區區委辦副主任探詢區內「協商民主」的狀況，
他困惑地問道：「協商民主？指的就是政協會議吧？」而事實上，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乃至 2015年 2月中共中央印發〈關
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都明確將「協商」推展到更

多元廣泛的層面，譬如基層村居、企業單位中的職工代表大會等，只

是 T 區對「協商」的理解和實踐明顯保守而局限，其「協商」工作
長期僅由少數體制內人員承擔，一般欠缺彈性。如 T 區政府辦主任
所述，「調解工作極為辛苦，每天都處理不完」，但或許應符當地社

會格局常態。

二、T區「社會治理」
國企改制對老工業基地產生大規模影響，黨政各層級都採取若干

因應措施。2003年 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實施東北地
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國務院設置「振興東北地區

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辦公室」。2016 年 4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
發布〈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可見這是

中央層級關注、橫跨十數年的發展戰略。而 T區作為重要工業中心，
處於工業城市、工業大省，自然直接受到改革衝擊及發展戰略影響。

「振興東北」側重產業經濟，但「社會管控」也是其中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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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基本內涵，既包括以國企改革為核心的經

濟發展，同時也包含以社區建設為核心的社會發展」（田毅鵬、漆

思，2005：79）。2 2016年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
業基地的若干意見〉明確論及：「妥善解決廠辦大集體職工的生活困

難和社會保障問題⋯⋯穩定城鄉居民就業和收入，確保社會和諧穩

定」、「全面實施棚戶區、獨立工礦區改造」、「積極穩妥推進城區

老工業區搬遷改造，對相關企業視情況實施異地遷建、就地改造和依

法關停」等實際工作。隨著「社會治理」概念進入官方文件，李友梅

（2022：18）也以「社會治理轉型」角度來理解「振興東北」，強
調：「⋯⋯形成適應新形勢新要求的社會公共性，由此鑄牢社會治理

的共同體。這也是東北地區振興必須牢牢依託的社會性基礎」。李友

梅進而提到「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實現東北振興需要轉換社會治理思

維」，成為「輿情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的有力支持。儘管「振興東

北」更像「區域發展總體戰略」，但在這種「總體戰略」中，「社會

治理」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一）「全控」邏輯的大規模動員

1. 省、市層級：棚戶改造
國企改制和老工業基地轉型，最直接、普遍、醒目的現象之

一，是棚戶區問題。棚戶區是計畫經濟時期老工業基地產物（尚教

蔚，2012：93）。國企繁盛時，為勞工配給大量福利住房，大都是
簡易平房。隨著工人增加，更多更為密集而簡陋的住房圍繞工廠周遭

修築。棚戶區居民多是計畫經濟體制單位的職工，居住條件一般不

易改善。市場化轉型使這些勞工居民「隨著計畫經濟一同退出社會

2.	田毅鵬長期研究「典型單位制」及其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社區發展的制約，

初期成果亦收錄於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振興

東北：政策、機遇與挑戰》。可見「社區建設」自始就是「振興東北」

的重要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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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面臨失業下崗，更無力改變處境（尚教蔚，2012：97）。
特別在 1993年後，國企單位紛紛解體、社區組織停擺，社會治安、
社區管理和公共服務全面惡化，棚戶區淪為城市居住環境最為「髒亂

差」的區域（李國慶，2012：71）。棚戶區改造大致透過地方政府
「自上而下、主動大規模動員」的方式進行。全省建立了 290個新型
社區，植入「以黨委為核心」的社區組織，刻意構建「有形化、網格

化、數字化、全覆蓋」的黨建格局（李國慶，2012：75）。
省內另一城市的一個樣板，具體做法是以「社區黨委」為基礎，

從原有社區黨支部留任部分黨員，再從其他社區選派黨員幹部，構

成社區黨組織成員，編制為「社區黨委、樓棟黨支部、樓道黨小組」

三級黨組織體系。社區黨委成立後，「立即投入社區管理工作，在居

民入住時對全小區居民入戶調查，登記信息，製作小區大樓冊，記錄

每個單元、每層每戶居民家庭的人口結構、就業情況、參保情況、貧

困狀況和技能特長」（李國慶，2012：73），進而由市、區、街道
領導「分片包戶」。這套機制依附體制資源，各級黨政單位以行政指

令動員廣大居民，改造社區，展現「全控」場域性質。社區「分片包

戶」有賴行政推動，倘若人情網絡與利益關係成熟、部分事務能在片

區小範圍內處置，才可能轉化為「關係性的責任分包與承攬」機制。

2. T區各級動員「東搬西建」與土地財政
T 區工業占全市 75%，危機在省內、市內都相當顯眼。自 1986

年第一家國有企業破產後，至 2000 年代初期，T 區持續陷入經濟停
滯和社會不穩的總體危機。一篇紀實報導描述了 T 區幹部和群眾的
記憶：「2001 年市內主幹道因工人上訪引起的堵路事件就多達 186
起；同時，95% 以上的企業虧損，90% 以上的企業停產或半停產；
30 萬工人有 13 萬下崗；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達 90%，負債總額達
260 億元」（郭霞，2012：37），這些困境契合 T 區社會特性。省
級、市級針對 T 區具體情境擬定做法，市領導明確表態：「必須要
採取一種超常規的大調整、大改造的思路」（王亞丹，200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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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體制主導的「全控」場域中，首先是大規模「東搬西建」戰略：

在毗鄰 T區西隅的「Y區」直接劃定一塊「T新區」作為「經濟技術
開發區」，然後大規模動員 T 區工廠遷入 T 新區，進而對 T 區全面
展開產業和社區改造。

如何推動 T 區工廠大批搬遷？主要採用「級差地租」方式，使
陷入困境的企業遷至新區，出讓原有土地用於商業經營開發，並運用

收益對企業進行改革（郭霞，2012：37）。當時 T 區大中型企業有
230家，大規模改造絕非易事。2002年 6月，市委、市政府決定讓「T
區」和「T 新區」合署辦公，同年 8 月，「TJ 集團」成為首間搬遷
企業，由區政府提供搬遷費：每平方公尺 1,000元。在獲得二億四千
萬流動資金後，改造建設用上一億一千萬，安置職工用上七千多萬。

在資金挹注和示範效應下，其後兩年內，230家大中型企業約有 130
家完成搬遷。2004 年 7 月，T 區最重要國企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
多次前往視察的「SJ集團」在 T新區產業園區項目開工，並在 2006
年 8月開始搬遷。2007年，遷至新區的 SJ集團將組織架構重組為九
大類、25個事業部門。SJ集團宣傳部的楊副部長指出：

2000年至 2003年，就已開始工齡買斷、下崗分流，同時也結清
欠薪，費用由「中央政府財政撥款、地方政府財政撥款、國有企業

自籌」各占三分之一。對於原有職工而言，幾十年積累下來固有生活

模式在短期內改變，難免有個適應過程。不過，1999 年高校統一分
配最後一年，此後職工就不再有所期望。因此，大規模安置需求來自

1999年前的既有職工。3

「東搬西建」的土地財政，為 T 區注入城區改造資源。舉例而

3.	陶逸駿，半結構式訪談，SJ集團宣傳部楊副部長，SJ集團 T新區總部辦
公室，2015年 5月 15日。

$2393.indd   120 2025/2/27   下午 04:16:12



 中國「社會治理」的「全控化」：東北 T區案例　陶逸駿　121

言，TJ 集團所擁有 24 萬平方公尺的土地，由連鎖超市和地產開發
商花費三億三千六百萬元承購。其中支付給 TJ 集團 2.4 億元，剩下
九千六百萬則歸 T區政府所有。而 T區在短短兩年間，就建了 10個
類似的大型超市及 21個農貿市場（王亞丹，2004）。由上級黨政部
門主導、大規模、總體性的區域動員改造方案，契合 T區社會格局。
不過，除了黨政體制強大而主動的行政動員，更需高效的基層單位。

當體制難以在所有面向具備深入滲透的「全控」能力，或是只需基層

局部動員，就需要結合其他機制。

（二） 預防社群行動：「全控」基於體制內關係引入「責任分
包與承攬」

「東搬西建」的土地財政，使黨政體制獲得更強的主導力量，也

為 T區拓展社區建設空間。原本工業用地上，百貨、商城、家具城等
服務業項目大量出現，新式住宅小區建起，許多 T 區下崗職工進入
這些服務業崗位和新式小區。產業轉型和遷移，亟需重整社區組織和

治理機制。T區關於完善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機制的實施意見，可
看出 T區社區建設依循體制科層的「責任分包」意圖：成立「T區矛
盾糾紛排查調處領導小組」和七個「矛盾糾紛專項排查調處組」。基

層單位是工作重心，街道（鎮）和社區（村）成為處理社會矛盾的第

一線。「各單位、各部門主要領導」是工作第一責任人，領導形成社

會矛盾「大調解體系」，目標在確保「小事不出社區（村），大事不

出街道（鎮）」。4「大調解」（grand mediation）意謂黨政機關主導
下，各部門資源整合、協同運作以調解糾紛的機制（胡潔人，2017：
25），而現代訊息技術有助降低成本。此外，還以「全員參與平安建
設」名義，組織動員多達六萬餘人的「群防群治」，建立起覆蓋全區

社會的「大巡邏、大防控」。在完整的基層組織網絡中，體制人物力

4.	習近平任內大力推廣來自浙江紹興諸暨楓橋鎮的「楓橋經驗」，可視為

這類就地「社會管控」體系的一種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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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各層面。

體制強化「人防、物防、技防」。「人防」方面，實施「百千萬

工程」：由公安政法系統選聘 100多名「專業調解指導員」，由街道
（鎮）、社區（村）中選聘 1,000名「首席調解員」，從志願者中選
聘 10,000 名「說和調解員」，執行基層矛盾調解。特別重視體制內
原有人員的運用：「由區司法局組織退休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

等參與專業調解工作，由區老幹部局組織老黨員、老幹部、老勞模、

老教師、老軍人等在當地有威望的『五老』人員擔當社區『說和團』

志願者」。很明顯，全都是高度依附體制的身分，重要性幾乎全來自

體制科層，而非親緣關係。「物防」方面，T區提升裝備，打造「百
姓身邊派出所」，升級改造城區 115個、開發區 32個社區（村）警
務室，並成立以院、樓、單元為基礎的巡邏組，由政府出資購置巡邏

車，定時、定點、定線路開展巡邏防控。「技防」方面，大量科技監

控手段滲入社區，包括「高清監控攝像頭」和「電子警察」。影像監

控系統同時納入「智慧 T 區平臺」進行實時監控，如今，在全區周
邊農村也能「全覆蓋」。

這些機制具有「全控」色彩，由體制內人員執行任務，也有人

才甄補體系。體制面對全控動員的「委託─代理」問題，試圖引入體

制內基層關係網絡，對治理範圍進行切割，從而拓展「責任分包、承

攬」機制。不過，「大調解」思路自有局限。期望衝突在體制控制的

基層組織中獲得調解，事實上是一種「去司法化」的「維穩觀」，反

而可能促使社群採取更主動的體制外行動（莊文嘉、岳經綸，2014：
153）。這些行動如果規模較小，固然容易壓制。一旦出現較大規模
的主動行動，體制往往需要技術手段擴大「分包」規模，抑制社群主

動性，這就不免回歸「全控」場域：由黨政體制主導協調，進行總體

性區域動員改造和組織建設。藉由體制主動建構的綿密網絡，搭配最

前沿、有效、即時的資訊監控技術，將體制管控能力滲透到最基層。

當然，這些管控滲透主要功能，還是對社群行動的日常預防。實際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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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經驗當中，一般社區住宅高樓存在的高空拋物、經營拔罐按摩等工

作室、油煙噪音、群租房客紛雜、產權證延遲發放，以及物業糾紛等

問題，往往都不在管控範圍，但的確為「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提供了

有效的工作機制。

（三）T區強制力鎮壓
在「全控」場域中，具有主動性、脫離單位、嘗試反抗動員指令

的行動者或社群，深受體制壓抑。「脫離」意謂不再具有單位身分，

不僅不再是體制科層成員，也常被排斥於廣大基層社群關係之外。以

「下崗職工」而言，「職工」是體制科層定義的一種身分，「下崗」

是其身分性、集體性的境遇。如果集結較大規模社群的主動行動，訴

求更可能獲得體制回應。2016 年全國兩會期間，黑龍江雙鴨山煤礦
工人討薪，迫使省長陸昊公開認錯道歉，是鮮明但罕見的案例。如果

下崗職工抗爭行動遭到「分化孤立」，或者行動論述框架範圍擴大至

廠外，以高度主動性挑戰體制本身，卻無法連結其他共同身分和境

遇，則將受到體制強制力的鎮壓。

T區就有這樣一個例子：5 1980年，下鄉知青王營（化名）被分
配到省內某國企工廠工作。由於績效傑出，連續獲得漲薪和晉升。

1987 年，在王營即將調入隸屬省委某局的全民事業單位「省 ZS 公
司」之際，T區計畫經濟委員會也將要批准成立「FM總公司」，且
迫切需要人才。經由 FM總公司兩位領導「司軍」和「郭啟」推薦，
T區民政局長「鄧倫」接見了王營，三人一同要求王營加入 FM總公
司，同時承諾提供「事業編」及「國家幹部編制」待遇。FM總公司
於 1988年成立時，使用區民政局土地和資金，屬「全民事業單位」
的國有企業。升遷與工資由區人事局審批，並由民政局長鄧倫擔任

董事長、司軍擔任法人代表。FM總公司隸屬民政局，設有四個分公

5.	關於王營經歷的描述，來自 2015 年至 2023 年和王營的對話，以及王營
所提供文件資料的整理。當中人名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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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兩個經銷部、一個防爆電機廠和一個飯店。

國企改制初始的 1993 年，由民政局批准，鄧倫親自宣布將 FM
總公司改為「DY 總公司」。司軍調入另一個國企當法人代表，DY
總公司的法人代表則改由 T區教育局副局長的 20歲兒子「張承」擔
任。不過此時企業性質和隸屬關係尚未變更，直到 1994年國企資產
搬運展開，21歲的張承作為 DY總公司法人代表，在民政局和「MQ
公司」擔保下，獲得貸款七十餘萬元，開辦一家酒店，成為官員和國

企領導的娛樂場所。而 DY總公司的一塊用地，則成為政府各部門官
員間轉移的資產—新任民政局長「楊升」，逕行將土地賣給區財政

局；區財政局長「周千」又再變賣給自己的妻子、民政局副局長「遲

奐」。變賣過程中，官員幹部們賺取土地價差，企業也名存實亡，成

為套利空殼。1993年前後，DY總公司領導就以「效益不好」為由，
不再開立工資，並將資金挪給自己親友。而如鄧倫、司軍等人，也都

在 DY總公司內部給自己親朋好友、兒女安插職位，公司採購費用陸
續流向私人。

在這個國企改制與私有化的典型過程中，DY總公司領導層的王
營等人，在相對薄弱的身分背景下，遭到孤立、停職、停薪。憤怒

的王營舉發鄧倫等人貪污、受賄、行賄、倒賣發票、走私，一度得到

時任市長批示，卻在區紀委被壓下來。後來雖嘗試向區反貪局舉發張

承，但反貪局總是回覆「抓不到人」。此時 MQ 公司某領導私下來
找王營，表示：「放過張承，可以安排你的工作，補發你的工資」。

王營假意同意，隨即在見到張承的場合暗自通知反貪局來捕人。不料

反貪局把張承帶走三天後，就直接釋放了。當王營質問時，反貪局竟

表示張承「自己跑了」。此時，DY公司其他領導們一不做二不休，
將王營的工齡計算表、工資手冊及事業編制材料都取走，並註銷他的

事業編制養老帳戶，在 T 區的體制依附格局中，這對王營造成重大
損失。

王營不斷舉發科層單位上級，爭取恢復職位、補償工資，但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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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2007 年，王營嘗試進京上訪，遞交資料給國務院信訪辦，卻
被市裡派出的人員截訪送回。回到 T區後屢次遭受恐嚇。十多年來，
當時被停職欠薪的其他職工早已放棄爭取，僅有王營持續嘗試，但身

心狀態已十分不穩。體制內幹部擁有行政權力，難以受到制衡。分包

機制強化了這種權力關係，並使強制力更易進入基層社群，進而分化

打擊任何主動的社群行動，直至行動者徹底喪失主動性。而過程中，

「變賣國有企業」和「土地財政」，成了體制科層鞏固與施展能力的

資源基礎。

（四）回應擴大的主動性：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

歷經國企轉制的老工業基地城市，信訪維權抗爭大都是棘手難

題。T 區所在地級市在 2008 年之前，年度群眾上訪在 16 萬人次左
右，「進京訪、非正常訪」占了全省 40% 以上，中國兩會期間進京
訪，更連續多年為全省第一，2008 年兩會期間，全市進京上訪就達
330 人次（丁開杰，2013：235）。這顯示城鎮社群行動趨於主動，
而且規模逐漸擴大。

早在 2004年，T區同一城市商業相對發達的 H區，就開始嘗試
新的信訪機制，創立中國第一個「人民信訪接待大廳」。2008 年，
結合 H區經驗，全市開設「市、區縣（市）兩級信訪大廳」。市委、
市政府在各街道、鄉鎮建立「信訪工作領導小組」，由「黨委主要

領導」擔任組長，要求具備一定設施的街道、鄉鎮成立「信訪接待

室」，社區和村建立「基層矛盾調解組織」，逐級分包、承攬責任。

進一步，全市推行「人民信訪代理工作制」，選出 2,300名社區和村
的「人民信訪代理員」，同時，市公安局成立「維穩支隊」，各區

縣（市）成立「維穩大隊」，形成五百餘人的維穩隊伍（丁開杰，

2013：245）。透過這些機制，體制內人員滲入廣大基層社群。
信訪機制包含「人才拔擢」與「績效考核」。首先，對於可能

誘發群體上訪的項目，由相關部門組織「信訪評估會」，吸納協調親

近體制人士，例如相關部門領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人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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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代表等。2008年，42個信訪穩定風險評估項目中，有四個因而
中止。此外，信訪工作績效有助提拔升遷，許多受到栽培的「後備幹

部」被派往信訪部門掛職鍛鍊。「派駐信訪大廳的 655位幹部中，有
17 位市管後備幹部、98 位區管後備幹部。至 2009 年，有九人被提
拔到市管副局級、28位提拔至正處級、47位提拔至副處級」（丁開
杰，2013：249）。而滲透各社區、村的 2,300名「信訪代理員」，
由市裡進行選聘。如此龐大的機制對人力需求格外殷切，除了調用幹

部，更持續開闢崗位，吸收年輕大學生。2009 年 5 月，市內一所省
屬大學在法學專業下開辦中國第一個「信訪方向」。「群眾回應機

制」強化一年間，進京訪同比下降 68%，到省訪同比下降 35%（霍仕
明、張國強，2009：21）。發展教育不僅供應體制需求、提升人力
素質，更有緩解老工業基地青年就業問題的作用（李培林，1998：
1-12）。管控機制依據各層級和社群具體情況，大致在「全控」與
「分包」之間調節。然而，面對規模更大、更趨主動的社群，尚不足

以涵蓋管控型態。

在社群規模快速擴張、人際關係逐漸疏離，但意見訴求趨於主動

的社會背景下，互聯網技術手段有助於保持人際溝通協調和群眾工作

的即時和高效。「面對面」治理工作移至網上，在時間和空間上緩解

「社群規模擴大、主動性增加」的挑戰。使得管控機制得以適應更為

龐大、複雜，也更為積極的行動和輿情訴求，自互聯網引入中國的同

時，中共政權就開始摸索管控策略。2008年，《人民日報》下轄《人
民網》成立「輿情監測室」，負責分析網絡輿情，定期向各級黨政部

門回報群眾對特定事件的態度，也評估各地政府回應能力，尤為關

注「大規模社群行動」的潛在可能性（Economy, 2018: 69），並在
2017年改組為「輿情數據中心」。

T區所在的省市，城市社區發展較早，原本治理範圍規模就相當
廣大。國企改制之後，對象更加複雜，現代網絡訊息技術正合所需。

這些技術由黨政部門引領，依仗體制資源，自上而下滲透，針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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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主動加強聯繫頻率和深度，包括蒐集、回應與掌控輿情動向。

早在 2003年，省紀委、監察廳就開始籌建「民心網」，於 2004年 5
月正式上線。號稱「省、市、縣三級政府與人民群眾的聯繫平臺」，

並逐漸發展成「以『民心網』為核心，涵蓋『民心』雜誌、手機報、

電視臺的『民心播報』欄目等在內的複合型工作平臺，在省內 14個
市和 10 個省直部門建立分平臺，與 2,245 個單位聯網，處理訴求涉
及紀檢監察、教育、衛生、建設、勞動、人事、交通、通信、旅遊等

熱點部門和行業」。至 2011年底，官方宣稱省內「共受理群眾舉報、
投訴和政策諮詢 24.5萬件次，轉辦 14萬件次，直接答覆 9.3萬件次，
還利於民 3.88億元，促進公益性投入 6.47億元，收繳違規違紀金額
1.6 億，群眾滿意率達 98.28%」（宋豔，2014：98）。此外，建立
考核評價機制：對於職能部門辦理訴求情況，設置「群眾滿意度」考

核，並公開排行結果，滿意度達 90% 以上的部門，予以表揚；若發
現虛報瞞報、查辦不到位，則公開批評（宋豔，2014：101）。2015
年初，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於建立「網絡回應人」制度的通知〉，

「民心網」建立「網絡回應人」平臺，群眾可在平臺投訴、諮詢或

提供建議，由 6,229家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各級政府部門」及
「公共企事業單位」指定專人，每天在線答覆留言。省政府將「網絡

回應人」平臺工作納入對各市政府績效考核。官方宣稱，三年間平臺

回應、解決群眾訴求 65萬餘件，省委書記、省長多次批示肯定。至
2017 年，全省各單位「一把手」直接批辦群眾留言 7,001 條。平臺
累計回應、解決百姓各類訴求 65.22萬件，回應率達 99.41%。

「民心網」推展後，許多社區、城市也開始試行類似的網絡群眾

回應平臺。人民網「領導留言板」在中國 31個省區市先後成立，至
少 2,800餘位省市縣「一把手」透過平臺公開回覆網民留言。6各省市

縣歷經十年試點，期間在北京舉辦數次「網民留言辦理工作會議暨踐

6.	這裡關於「人民網領導留言版」的數據和介紹，引自官方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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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網上群眾路線表彰活動」。但直到 2016年，經中央政治局某常委
明確批示，才正式在全國範圍推廣，並將工作會議與表彰活動轉為各

省輪流舉辦。2017 年，就在 T 區所在的地級市擴大舉行。官方材料
指出：自 2016年以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以不同形式
調取平臺有關數據、資料報送領導或進行情況「摸底」。中共中央辦

公廳每半年要求人民網上報一次「數據報告及重點留言類別分析」，

這些輿情提供中央領導作為內參。十多年來，各地省委書記、省長，

大都曾透過人民網與網民互動，也幾乎都專門做過批示、提過要求。

據稱超過三分之二省委書記、省長經常在人民網瀏覽網民留言。至

2024年 12月，各地區各部門透過人民網「領導留言板」回應和解決
的群眾留言超過 500萬件。

T區所在城市以「民心網」先行，和人民網的「輿情監測」及「地
方領導留言」機制，先後獲得不同層級運用及認可，平臺整合條件逐

漸成熟。2019 年，在省長指示下，推出「綜合服務平臺」。同年 7
月，「民心網」被納入「綜合服務平臺」。隨後更多網絡輿情平臺，

包括：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省委書記板塊」、「省長板塊」、

「省長信箱」、國務院「互聯網 + 督查」、「省政府網絡回應人平
臺」、「省直機關作風監督平臺」、「省檢察院公益訴訟平臺」、

「市場監督平臺」、「民政服務平臺」等，也陸續併入。整合後大約

一個半月時間，省營商環境建設局宣稱，省、市「綜合服務平臺」共

受理各類群眾訴求 176.9萬件，即時答覆 100.5萬件，轉相關部門辦
理 76.4萬件，即時答覆率為 56.5%，辦結反饋率為 89%。

2020 年，推動「網絡互動技術平臺」績效顯著的省長轉任司法
部長、黨組副書記，並身兼中央多個與「社會治理」直接或間接相關

的重要職位。只是，這樣的績效樣板，並不符合 T 區維權行動者王
營的使用經驗。多年來積極主動透過各式維權管道求援的王營指出：

「用過民心網，也向中紀委、檢察院舉報了，他們轉下後地方就沒

結果了。」至於「綜合服務平臺」，王營則說：「沒辦過，頭一次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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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不然還不知道有這個網站。」王營的結論是：「我覺得不管舉

報到哪，都往下一轉就沒信了。」的確，這些互動技術工具更大的意

義，或許是蒐集並協助體制掌握大規模、主動性高的「輿情數據」。

在「數字化治理」的浪潮中，「小系統」聯通為「大服務」（李友

梅，2022：21），個別意見不易受到關注。「輿情數據監控和互動技
術平臺」使社群行動趨於分散和被動。正如官方宣稱「民心網」的功

能，首先在於「建立『輿情採集窪地』和『輿情處置高地』，牢牢把

握主動權」（李占國，2018：131）。而隨著政務數據「資產化」，
這種主動權為新興的「數據財政」提供了雄厚資源。

表 2　東北 T區「社會管控機制」類型
社會管控範圍規模

小 大

社群行動傾向

被動

小規模被動社群

T 區機制：基於體制內關係的
「責任分包、承攬」，對社群

分化管控

例如：分片包戶、說和調解

員、「五老」說和團

大規模被動社群

T 區機制：戰時指令，全面管
控，總體動員改造，數據資源

整合，形成「全控」場域。責

任仍需分包、承攬

例如：棚戶區改造、級差地

租、東搬西建、日常數據及影

像監控全覆蓋、「大調解」體

系

主動

小規模主動社群

T 區機制：分化打擊，強制力
鎮壓

例如：「DY總公司」維權者

大規模主動社群

T 區機制：輿情數據監控與互
動技術平臺，管控社群行動

例如：信訪評估會、民心網、

領導留言板、綜合服務平臺、

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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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表 1，T區「社會治理」型態可整理為表 2。在計畫經濟時
期和改革開放之初，是以「全控」場域為主。市場化與國企改革，

使得管控機制和場域型態有所分化及調適。然而近年管控機制實踐過

程中，似乎有回歸右上「全控」場域的動能。正是這種動能，使得中

國其他省市在採用「體制內關係的責任分包承攬」、「輿情監控數據

與互動技術平臺」、「強力鎮壓」等機制的過程之中，也陸續出現了

「全控化」的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在鞏固政權的原則下，意欲維持各地基層

社群對體制資源的依附，同時以「群眾路線」拉攏幹部群眾的特定

關係。然而，這種社會管控面臨兩方面困境。首先，市場化及國企改

革，使得許多個人及社群獲得經濟自主和跨域流動機會，逐漸與體制

資源脫鉤，行動更加主動積極；其次，社會、經濟和城鎮規模快速擴

大，使特定範圍關係網絡難以固定、成熟。在一般城鎮管控機制中，

群眾身分認同及彼此關係漸趨疏離。一旦黨政體制集中權力、提高政

權主動性、擴大行政指令規模、推動總體戰略，強化基層社群對體制

資源的依附，那麼整個管控機制就可能趨向「戰時指令、總體動員」

的「全控」場域。

無論中央或基層政權，一方面企圖掌控資源及行政上的主動

性，另一方面也嘗試採取各種手段，緩解「全控」對社會及經濟誘

因的負面作用，包括以「責任分包、承攬」方式切割管控範圍，培養

「恩庇、扈從」關係，並以輿情數據技術平臺，克服現代城鎮社區規

模，提高互動密度和效率，以體制和基層社群之間特定緊密的關係，

確保行政指令的主動性和有效性。「基於關係的責任分包與承攬」、

「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等機制，很快出現於東北以外的中

國其他省市。未必是刻意模仿學習，而是基於體制邏輯與社會格局的

同構性，使類似管控機制受到重視。不僅可見於 T區所在城市率先推
出、逐漸走向中央黨媒和全國省市的輿情數據監控與民意互動平臺，

更如東北 T區由「全控」場域引入「責任分包承攬」的調解機制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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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不出社區（村），大事不出街道（鎮）」的思路，完全契合中

共中央近年在全國「社會治理」大力推廣的浙江諸暨「楓橋經驗」：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的「群防群治」。只是，

當「關係化的責任分包承攬」更具規模、「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

平臺」弱化社群主動性，都使得管控機制更向「全控」場域復歸。常

態管控機制的「全控化」固然可包裝為「全過程人民民主」，全控過

程以外受到分化孤立的社群行動，則不免面臨強制力鎮壓。

肆、小結

東北老工業基地在計畫經濟時期擁有優勢資源，建立相對穩定

的工業單位社會。廣大群眾以模糊、微渺的面貌，緊密依附體制，趨

向體制內崗位。各級政權易於透過大規模、總體性計畫和主動單向指

令機制，對基層社群進行滲透、控制、動員、改造，構成「全控」場

域。儘管「全控」在老工業基地足堪維持穩定秩序，但極度仰賴資源

挹注，對國家總體社會與經濟生產誘因更有極大負面作用。「改革開

放」正是「全控」在大多數區域場景的退化。而在東北，1990 年代
國企改制的資源重組，直接引發經濟社會危機。「漸進轉型市場」及

「地方國家統合主義」不足以提供因應危機的機制。「特定關係網

絡」和「體制性依附」成為體制與基層社群的互動原則。在此原則之

下，體制面對更為主動、範圍更大的社群行動，就依循「治理範圍規

模」及「社群主動性」，運用更為多樣的管控機制。

東北老工業基地 T 區案例，呈現了這些管控機制，以及這些機
制近年回歸「全控」場域的邏輯。對於「大規模被動社群」，黨政

體制基於強勢地位，自上而下主動進行政策計畫、組織滲透、集體動

員、城鎮改造。這類管控機制宰制了東北計畫經濟時期及改革開放初

期。1990 年代國企改制「抓大放小」促進社會分化與多樣化，帶來
不同的社群規模與主動性。「全控」不足以涵蓋這種紛雜狀態下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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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管控過程，在「小規模被動社群」出現「基於體制內特定關係的責

任分包承攬」。這是中央到基層政權相當推崇的「社會治理」型態，

然而，市場化與城鎮化使管控範圍規模擴張，新興社群也有更高的主

動性。對於「大規模主動社群」，「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

成為重要管控機制。而各種管控機制當中，「分化打擊、強制力鎮

壓」始終是不時運用的手段。手段機制交相操控，T區可說走在全中
國之先，展現了國企改制震蕩下的「社會治理」過程。只是，隨著監

控能力強化、指令規模拓展、基層社群行動游移於主動與被動，「全

控計畫指令動員」和「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術平臺」成為政權銳意

精進的手段。而在社群主動性耗散下，管控機制回歸「全控」傾向更

加明顯。近年中共中央「頂層設計」和「新型舉國體制」貫串重要政

策過程，深具體制及社群特性的「全控」場域機制，在東北老工業基

地以外的其他區域場景，也越益常見。

充滿計畫經濟和極權色彩的「全控」場域，原本就不只存在於

東北老工業基地，也可見於其他緊密依附體制資源、社群規模龐大的

治理格局，包括其他蘇聯式大型國企和老工業基地，以及某些發展較

早的城鎮區域。北京著名的「朝陽群眾」、「西城大媽」、「海澱網

民」等角色，乃至近年備受推廣的「網格化管理」、「楓橋經驗」，

都強調基層官僚幹部結合調動群眾，積極承攬、執行社會監控，可視

為這類機制的權變調適型態。如今，中國各地社會格局固然仍較「大

型被動社群」更為複雜多樣，但是，由於管控目標社群範圍及主動性

的變化，「體制內關係的責任分包扈從」、「輿情數據監控與互動技

術平臺」、「強制力鎮壓」搭配運用，在體制的相似結構間反覆可

見，也都隨著所謂「社會治理績效」，而帶有「提高政權行政與動員

能力、擴大管控範圍規模、抑制基層社群主動性」的作用，這都使得

「全控」在體制與社群互動中如影隨形。

「全控」抹滅了「社群行動在體制外形成組織，乃至社會」的

可能性。改革開放和市場化帶來的新興社群行動，曾經凸顯不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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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功能，淡化「全控」特性。但各種管控機制的效果，為「進一步

抑制社群行動」積累了絕佳條件。「全控化」不過是這些條件重新交

織的過程。本文強調，東北老工業基地 T 區治理機制的「全控」性
質，以及相關機制沿用於其他地區、情境所展露的「全控化」路徑，

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從「網格化」、「分片包戶」、「楓橋經驗」、

「輿情監測與回應平臺整合」到「數據財政」，皆在此路徑當中。本

文不是在「政體類型」意義上使用「全控」概念，也並非認為「全控

場域」已成為中國整體、固著的社會事實—果真如此，才真正回到

「極權政體」。直至當前，仍不難在東北及中國各地看到「全控」以

外的場域機制。然而不容否認的是，這些場域機制為「全控化」積累

條件的同時，也已陸續帶來對社會經濟誘因的抑制作用。市場經濟環

境惡化、外資撤離、民營企業困境、一般群眾，特別是青年群體「內

卷」、「躺平」、將「考公入編」視為「上岸」、「宇宙盡頭」，都

是這種體制性抑制的結果。而這些現象，東北老工業基地早已歷經，

留下「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警語。從這個意義上，「東北發展的昨

天，或許是中國發展的今天」：談不上體制「崩潰」、「垮臺」，依

然可以宣稱「治理績效」、「經濟發展」，但卻是一種使得社會經濟

保守被動、來自群眾和科技的處處監控、凡事有賴高層「指明方向」

的「治理秩序」。

 收件：2024年 2 月 9 日
 修正：2024年 9 月 24日
 採用：2024年 1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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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ase of the T District in Northeast China

Yi-chun Tao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90s, the restructur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plunged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Northeast China into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However, through various i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the T District in Northeast China managed 
to alleviate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within a few years, emerging 
as a “model of performance.” How did the T District manage its 
transformation crisis? How does the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unction, and what are its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revitalize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of 
Northeast China” has not truly been effective, why have certain control 
mechanisms from the T District been adopted by numerous other 
reg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 What implications does this hold for 
broader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e dimensions of “scope of control” and 
“proactivity of communities,” the T District demonstrates four distinct 
“social governance” scenarios, each shaping a corresponding systemic 
control mechanism: “Total Control Command and Mobilization,” 
“Responsibility Subcontracting Based on Institutional Guanxi,” 
“Coercive Repression,” and “Public Sentiments Monitoring with 
Interactive Technology Platform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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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s the T District as a national frontrunner in governance 
experimen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centralization, the scale of 
governance has expanded, while grassroots community actions fluctuate 
between proactive engagement and passive compliance. “Total Control 
Command and Mobilization” and “Public Sentiments Monitoring with 
Interactive Technology Platforms” have become key tools for enhancing 
regime governance. As community proactivity wanes, the system’s 
tendency to revert to totalistic manipulation grows increasingly evident.

Keywords:  Northeast China, Old Industrial Base, Totalization, Social 
Governance,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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